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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执行意图的认知重评(Implementation Intention-based Reappraisal, IIR)作为一种执行意图(即 if-then 计

划)与适应性认知重评相结合的新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 可以在不增加认知负荷的情况下实现对负面情绪的调节, 

且该调节效应可以从设定情境(If 情境)泛化到非设定情境。然而, 以往研究未关注 IIR 的泛化效果是否具有可持续

性。为解决这一问题, 本研究采用脑电技术结合图片观看任务, 以被试自我报告的效价、唤醒度和晚期正电位(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为指标纵向考察 IIR 对被试当下及未来一周的情绪调节效果。结果显示, 在第 0~7 天, 相比

控制组, IIR 组对设定负性情境(血腥图片)的情绪体验及唤醒水平持续降低; 且该调节效应同样稳定出现在对非设

定情境(非血腥图片)的唤醒度评价上。同时, 在第 0 天、第 3 天和第 7 天, IIR 组相比控制组有更小的中央顶区 LPP 

(400~1500 ms)波幅和额区 LPP (400~1100 ms)波幅; 且中央顶区 LPP 波幅与唤醒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上述结果说明

IIR 不仅能长期调节负性情绪并产生泛化效应, 且其泛化效果存在一定的持续性。这一研究为 IIR 在情绪调节领域

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提供了实证支持。 

关键词  情绪调节, 基于执行意图的认知重评, 持续效应, 泛化效应, 晚期正电位 

分类号  B000 

1  引言 

自动化情绪调节(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AER)指个体在内隐或外显目标的驱动下 , 自动化

或无意识地调节情绪的过程(陈圣栋, 2020; Mauss 

et al., 2007)。无意识目标追求的自动化模型认为

(Bargh, 1990; Bargh & Williams, 2007), 外显或内

隐的目标(包含情绪调节目标)对应的心理表征(如

目标追求的方式、意义等), 能够与其他表征自动建

立联结并起作用(Bargh & Williams, 2007)。具体而

言, 个体在某一情境(如恐惧场景)下持续寻求同一

目标(如平静)时, 该情境与目标之间会自动形成联

结。一旦情境表征被激活, 相联结的目标表征也会

被自动激活并发挥作用, 无需意识参与。这为自动

化情绪调节提供了理论基础 , 并得到了实证支持

(例如 Bargh et al., 2001; Hassin et al., 2009)。 

在自动化情绪调节的研究中, 常采用执行意图

范式、词语匹配任务和句子整理任务等方法诱发自

动化情绪调节。执行意图范式通过“if-then”计划形

成“情境-反应”的自动化联结 , 从而诱发自动化情

绪调节(Gallo et al., 2009); 词语匹配或句子整理任

务则通过具有情绪或情绪调节相关含义的词语或

句子来诱发自动化情绪调节 (Mauss et al., 2007; 

Yang et al., 2015)。与有意情绪调节相比, 自动化情

绪调节的优势在于能够在不消耗或消耗较少认知

资源的情况下, 实现情绪调节目标(高伟 等, 2018; 

Ding et al., 2015; Yang et al., 2015)。例如, Yang 等

(2015)采用词语配对任务启动自动化情绪调节,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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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动化情绪调节能够降低负性情绪体验且不消

耗额外认知资源。再如, Ding 等(2015)采用句子整

理任务启动自动化情绪调节, 发现自动化情绪调节

不仅能够降低负性情绪引发的生理反应, 还能更好

地维持情绪稳定性。 

此外 , 执行意图与认知重评策略(改变一个人

的理解或对情感刺激的评估; Buhle et al., 2014)相

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自动化情绪调节策略, 即基于

执行意图的认知重评(Implementation Intention-based 

Reappraisal, IIR)。该策略主要先通过练习使个体形

成一个情绪调节目标(如“我不会感到厌恶”), 并建

立基于执行意图的认知重评(如“如果我看到血, 那

么我将以医生的视角来看待它”), 个体在熟练掌握

后能够无意识地使用该策略调节情绪(此过程无需

任何情绪调节相关的指示)。已有研究表明, 执行意

图有助于个体达成目标(Gollwitzer & Brandstätter, 

1997; Webb et al., 2010), 且相较于目标意图在促进

情绪调节方面效果更好, 是诱发自动化情绪调节的

有效方式(Gallo et al., 2009, 2012)。进一步研究发现, 

与目标意图相比, IIR 能够在不增加认知负荷的情

况下(认知努力程度下降、前额叶激活未增强), 显

著降低个体主观报告的负性情绪评分(Chen et al., 

2021); 与有意认知重评相比, IIR 同样能够在不增

加认知负荷的情况下更快速、有效地下调负性情绪, 

具体表现为额区晚期正电位(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波幅和早期中央顶区 LPP 波幅降低(Chen et al., 

2020)。另有研究表明, 在认知努力相同的情况下, 

与有意认知重评和被动观看相比, IIR 显著降低个

体对负性图片的效价评分, 且该策略在抑郁群体的

情绪调节效果优于有意认知重评和被动观看(陈圣

栋, 2020)。可见, IIR 的独特优势在于, 不仅在不增

加认知负荷的情况下更快、更有效地实现情绪调节

目标, 还有助于认知能力受损的群体适应性地调节

负性情绪。 

IIR 可能持续调节负性情绪(Chen et al., 2020; 

Huang et al., 2020), 主要表现在其调节效果具有一

定的泛化和持续效应。泛化效应是指特定情境下

IIR 对于负性情绪的调节延伸至非特定情境的现象; 

持续效应是指 IIR 对于负性情绪的调节出现延续现

象。Huang 等(2020)将被试随机分成 IIR、目标意图

和控制组, 选用血腥图片和非血腥(恐惧)图片分别

作为设定的和非设定的负性情境, 探究 IIR 在负性

情绪中的泛化效应。其中设定情境即执行意图所标

定的 If 情境(如“如果我看到血”这一描述指出的血

腥情境), 而非设定情境为执行意图未标定的泛化

情境。结果显示, 在已设定的负性情境中 IIR 组(vs.

控制组)自我报告的负性情绪体验较低, 且在该负

性情境中习得的 IIR 可以有效调节非设定负性情境

中诱发的负性情绪。这一结果表明 IIR 具有泛化效

应。同时, Chen 等(2020)采用脑电技术结合图片观

看任务, 探究 IIR 在负性情绪中的调节效果。结果

显示, IIR 比有意认知重评更早且更持续地调节个

体 的 负 性 情 绪 , 具 体 表 现 在 IIR 组 (vs.控 制 组 ) 

300~1700 ms 的 LPP 波幅显著减小, 而有意认知重

评组(vs.控制组)仅在 500~700 ms 的 LPP 波幅显著

减小。更重要的是, 20 分钟后被试再次观看血腥刺

激时, IIR 仍能下调负性情绪, 提示 IIR 的泛化效应

可能具有持续性, 但仍需通过纵向追踪方法进行系

统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先前研究已关注 IIR 情绪

调节的泛化效应, 但鲜有研究探讨 IIR 的泛化效应

是否具有持续性。此外, 以往关于泛化效应的研究

采用个体的主观报告 , 缺乏客观的神经生理指标; 

对于持续效应的检验也多集中在策略形成后的较

短时间(约 20 分钟), 尚不清楚其情绪调节效果及泛

化效应是否的确具有可持续性。因此, 本研究拟结

合主观自我报告的效价、唤醒度评分以及脑电指标

(LPP), 纵向考察 IIR 对被试当下及未来一周的情绪

调节效果。具体而言, 在被试成功习得 IIR 策略后

(Day0), 分别在第 1、3、5、7 天测量被试观看不同

负性情绪刺激(设定情境与非设定情境)时的主观情

绪体验(效价和唤醒度), 同时在第 3、7 天记录他们

的脑电活动。 

本研究中, 脑电指标主要关注个体在不同条件

下的 LPP 波幅。LPP 是在约 300 ms 后出现的一个

正走向的晚期 ERP 成分, 它是研究情绪调节的重

要神经表征之一(Dennis & Hajcak, 2009; Foti & 

Hajcak, 2008; Horan et al., 2013; Schönfelder et al., 

2014)。不同区域的 LPP, 其心理意义可能不同。中

央顶区 LPP (centro-parietal LPP)与情绪体验强度存

在正相关, 负性情绪下调时其波幅减小, 反之增大

(Cuthbert et al., 2000; Li et al., 2022; Schönfelder et al., 

2014)。另一方面, 额区 LPP (Frontal LPP)则是认知

努力程度的有效指标, 付出的认知努力越多其波幅

越大(Chen et al., 2020; Moser et al., 2014; Shafir et al., 

2015)。因此, 本研究将中央顶区 LPP 和额区 LPP

分别作为情绪调节和认知努力程度的生理指标。另

外, 已有研究表明, 负性情绪易感性和情绪调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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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别差异。例如, 女性对负性情绪的易感性高于

男性(Rozin et al., 1999; Yuan et al., 2009), 且产生

情 绪 问 题 或 障 碍 的 风 险 高 于 男 性 (Daly, 2022; 

Zhang, R., et al., 2023)。再如, 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倾

向 于 使 用 非 适 应 性 情 绪 调 节 策 略 调 节 负 性 情 绪

(Nolen-Hoeksema, 2012), 且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调

节负性情绪的效果也不如男性(Domes et al., 2010)。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 自动化情绪调节效果会受到性

别差异的影响(Key et al., 2022)。因此, 本研究仅选

取女性被试。 

以往研究显示, 在主观报告中, IIR 能有效降低

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例如 Gallo et al., 2012; Ma et al., 

2019), 且出 现泛化效应 (Huang et al., 2020); 在

ERP 研究中, IIR 导致中央顶区 LPP 波幅下降, 但不

会增大额区 LPP 波幅, 且具有一定的持续调节作用

(Chen et al., 2020)。另有研究表明, 执行意图在精神

或心理疾病(如精神分裂症、饮食障碍; Chen et al., 

2019; O'connor et al., 2015; Tanis et al., 2022)、人际

交往(Stern & West, 2014)等方面具有长期的持续性

影响, 这间接证明 IIR 在负性情绪中也可能存在长

期的持续效应。由此推测, IIR 可能持续地降低个体

的负性情绪体验、唤醒水平和 LPP 波幅, 且 IIR 的

泛化效应可能具有持续性。 

2  方法 

2.1  被试 

实验前, 根据前人研究, 以 f = 0.25, α = 0.05, 

power = 0.8 为标准, 采用 G*Power 3.1.9.2 对样本量

进行估计, 在两因素混合设计中所需样本量为 34。

鉴于负性情绪易感性和自动化情绪调节存在性别

差异(例如 Key et al., 2022; Rozin et al., 1999; Yuan 

et al., 2009), 且女性患情感问题或障碍的风险高于

男性(Daly, 2022; Zhang, R., et al., 2023), 本研究随

机招募了 58 名女性被试。在实验过程中, 5 名被试

中途退出, 2 名被试因抑郁症状严重或未认真填写

问卷被剔除, 剩余有效被试 51 名。所有有效被试的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无色弱或色盲, 均为右利手, 

均无精神病史和家族精神病史。被试到达实验室后

被随机分到 IIR 组或被动观看组(控制组), IIR 组 25

名(M = 20.16 岁, SD = 2.25 岁), 控制组(control 

group, CG) 26 名(M = 19.46 岁, SD = 1.39 岁)。在 IIR

习得及习得后阶段, 两组被试在每次实验前的情绪

特质和情绪状态均无显著差异(见网络版附录附表

1、附表 2)。所有被试均被告知实验的主要流程, 并

阅读和签署了实验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已得到四川

师范大学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2.2  实验材料 

(1) 刺激材料。参照以往研究(Chen et al., 2020; 

Huang et al., 2020), 血腥和非血腥图片分别作为设

定和非设定的负性情境, 中性图片作为控制条件。

三 种 图 片 ( 各 200 张 ) 均 来 自 国 际 情 绪 图 片 库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 Lang 

et al., 1999) 、 中 国 情 绪 图 片 库 (China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CAPS; 白露 等, 2005)以及网络。所

有图片经过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 cc 2019)调整

为 540 × 405(像素)大小。正式实验前, 随机招募 31

名有效被试(女性)对 600 张图片的效价(1 = 极其愉

快, 9 = 极其不愉快)、唤醒度(1 = 极其平静, 9 = 极

其不平静)、血腥(1 = 一点也不血腥, 9 = 极其血

腥)、厌恶(1 = 一点也不恶心, 9 = 极其恶心)和恐惧

(1 = 一点也不恐惧, 9 = 极其恐惧)程度进行 9 点评

分。最终, 根据评定结果(见表 1)筛选出 350 张图片

作为正式实验的材料(血腥和非血腥图片各 100 张, 

中性图片 150 张)。其中血腥和非血腥图片的效价、

唤醒度、血腥、厌恶和恐惧程度显著高于中性图片

(ps < 0.001, ds > 0.700), 而血腥与非血腥图片之间

仅血腥程度存在显著差异(p < 0.001, d = 2.587)。在

正式实验中, 血腥、非血腥和中性图片各 30 张。为

避免各实验间的图片重复率过高, 5 次实验相互之

间的图片重复率低于 6%。 

 

表 1  材料评定结果 

变量 血腥图片 非血腥图片 中性图片 p 

效价 7.47(0.68) 7.43(0.67) 4.85(0.20) 0.999 

唤醒度 6.33(1.66) 6.28(1.61) 1.46(0.68) 0.999 

血腥度 6.18(1.53) 2.51(1.17) 1.01(0.03) < 0.001

恶心度 6.19(1.70) 6.48(1.51) 1.10(0.20) 0.206 

恐惧度 4.90(1.88) 5.09(1.77) 1.09(0.20) 0.800 

注：正式实验前随机招募 37 名女性被试进行图片评定, 其中 6

名被试因实验设备故障未获得完整数据, 最终剩余 31 名有效

被试。表中 p 指血腥与非血腥图片之间在图片评定各维度的差

异显著性。 

 

(2) 正 负 性 情 绪 量 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采用由 Watson 等(1988)

编制、黄丽等(2003)修订的正负性情绪量表的中文

版评定正负性情绪状态。该量表包括正性情绪(PA)

和负性情绪 (NA)两个维度 , 共 20 个条目 , 采用

Likert 5 点等级评分(1 = 几乎没有, 5 = 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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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在中国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黄丽 等, 

2003)。本研究中的信效度见表 2。被试需在每次实

验前填写该量表(共 5 次)。 

(3) 状 态 - 特 质 焦 虑 问 卷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采用由 Spielberger 等(1983)编制

的状态-特质焦虑问卷的中文版(汪向东 等, 1999)

评定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 该量表包括特质焦虑分

量表(TAI)和状态焦虑分量表(SAI), 共 40 个条目。

每个分量表中正性和负性情绪维度各 10 个条目, 

采用 Likert 4 点等级评分(1 = 完全没有, 4 = 非常

明显), 正性情绪维度的条目均为反向计分题。该量

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可作为评估焦虑的有效工具

(汪向东 等, 1999)。本研究中的信效度见表 2。特

质焦虑分量表只需被试在第一次实验前(IIR 习得前)

填写, 而状态焦虑分量表则需被试在每次实验前填

写(共 5 次)。 

(4) 贝 克 抑 郁 量 表 第 二 版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Second Edition, BDI-II)。采用由 Beck 等

(1996)编制、王振等(2011)翻译的贝克抑郁量表第 2

版中文版评定抑郁情绪。该量表共 21 个条目, 采用

0~3 点评分, 量表总分小于 13 分为无抑郁症状。该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 能够有效评估抑郁症状

(王振 等, 2011)。本研究中的信效度见表 2。该量

表仅需被试在第一次实验前填写。 

(5) 情绪表达量表(Emotion Expression Scale, 

EES)。采用由 Kring 等(1994)编制的情绪表达量表

评定情绪表达。该量表共 17 个条目, 采用 Likert 6

点等级评分(1 = 从不, 6 = 总是), 总分越高情绪表

达程度越高。本研究中的信效度见表 2。该量表仅

需被试在第一次实验前填写。 

(6) 情 绪 调 节 问 卷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采用由 Gross 和 John (2003)

编制、王力等(2007)修订的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本。

该量表包括认知重评(6 个条目)和表达抑制(4 个条

目)两个维度, 采用 Likert 7 点等级评分(1 = 非常不

同意, 7 = 非常同意)。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是评估情绪调节的有效工具(王力 等, 2007)。本研

究中的信效度见表 2。由于 IIR 涉及认知重评, 本

研究重点关注认知重评维度的评定(ERQ-R)。该量

表仅需被试在第一次实验前填写。 

(7) 认 知 灵 活 性 问 卷 (Cognitive Flexibility 

Scale, CFS)。采用由 Martin 和 Rubin (1995)编制、

齐冰等(2013)翻译和修订的认知灵活性问卷中文版

评定认知灵活性。该量表包含 12 个条目 , 采用

Likert 6 点等级评分(1 = 非常符合, 6 = 非常不符

合), 总分越高认知灵活性水平越高。该量表的信效

度良好, 可有效评估认知灵活性(齐冰 等, 2013)。

本研究中的信效度见表 2。该量表仅需被试在第一

次实验前填写。 

2.3  实验任务 

本研究采用 SAM 评定任务 (Self-Assessment 

Manikins Rating Task, Bradley & Lang, 1994), 考察

IIR 对于负性情绪的调节效果(如图 1)。该任务包含

6 个 Block (血腥、非血腥和中性图片各 30 张), 每

个 Block 随机呈现 15 张不同类型的图片(血腥/非血

腥/中性), 每两个 Block 之间有 1 分钟的休息时间。

实验流程如图 1, 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2~4 s), 

紧接着呈现 4 s 的图片(血腥/非血腥/中性图片), 随

后被试依次进行效价和唤醒度评分(均呈现 5 s)。 

实验程序采用 E-prime 3 软件编制, 在 19 英寸

的惠普电脑上运行(HP Z22n G2; 屏幕分辨率 1920 × 

1080, 刷新率 59 Hz, 亮度 35), 电脑背景颜色为黑

色, 记录被试对每张图片(血腥 vs.非血腥 vs.中性) 

的效价(1 = 非常愉快, 9 = 非常不愉快)和唤醒度 
 

表 2  本研究中各量表的信效度检验结果 

量表名称 Cronbach α KMO 值 Bartlett 球形检验 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 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

正负性情绪量表 
PA = 0.92 
NA = 0.92 

0.80 p < 0.001 61.86% > 0.50 

特质焦虑问卷 0.89 0.80 p < 0.001 66.85% > 0.50 

状态焦虑问卷 0.90 0.76 p < 0.001 70.19% > 0.50 

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 0.87 0.60 p < 0.001 75.80% > 0.50 

情绪表达量表 0.93 0.86 p < 0.001 68.51% > 0.50 

情绪调节问卷 
ERQ-R = 0.89 
ERQ-S = 0.81 

0.75 p < 0.001 65.83% > 0.50 

认知灵活性问卷 0.87 0.84 p < 0.001 64.49% > 0.50 

注：PA 表示正负性情绪量表的正性情绪维度; NA 表示正负性情绪量表的负性情绪维度; ERQ-R 表示情绪调节问卷的认知重评维度; 

ERQ-S 表示情绪调节问卷的表达抑制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方法得到了每个问卷的 KMO 值、Bartlett 球形检

验结果、公因子(特征值 > 1)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和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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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AM 评定任务 
注：彩图见电子版, 下同。 

 

(1 = 非常平静, 9 = 非常不平静)评分及脑电活动。

被试在隔音的独立实验室完成实验, 眼睛与电脑屏

幕距离约 100 cm。 

2.4  实验流程 

IIR 习得阶段(Day0)：首先, 正式实验前被试需

填写知情同意书、个人相关信息及情绪相关问卷

(见网络版附录附表 1)。之后, 所有被试被随机分到

IIR 或控制组。IIR 组被试通过默念的方式形成一个

情绪调节目标(“我不会感到厌恶”), 并建立基于执

行意图的认知重评(“如果我看到血, 那么我将以医

生的视角来看待它”), 随后默写“我不会感到厌恶, 

如果我看到血, 那么我将以医生的视角来看待它”

语句。而控制组仅观看实验指导语(“认真感受图片, 

对图片进行评分”)。然后, 两组被试完成 SAM 评定

任务练习(9 个 trial, 非正式实验的图片), 练习时要

求 IIR 组被试在看到血腥图片时说出习得的 IIR 语

句。之后, 指导两组被试完成正式实验, 同时测量

被试对情绪图片的唤醒度评价、效价评价和脑电活

动。最后, 被试完成实验后问卷调查, 考察两组被

试的认知努力和情绪调节困难程度。 

IIR 习得后阶段(Day1、Day3、Day5、Day7)：

流程基本同 IIR 习得阶段, 差异之处在于：一是 IIR

习得后一周(第 1、3、5、7 天), 两组被试需到实验

室完成正负性情绪量表、状态焦虑问卷和 SAM 评

定任务 , 并同时记录被试对情绪图片的唤醒度评

价、效价评价和脑电数据(第 3、7 天)。需要注意的

是, IIR 习得阶段和 IIR 习得后阶段每次使用的图片

材料各不相同(5 次实验相互之间的图片重复率低

于 6%)。二是为探究 IIR 的长期持续效应, 在 IIR

习得后阶段, IIR 组被试不再接受任何情绪调节相

关的指示。 

2.5  脑电数据采集与处理 

采用 64 导 Ag/AgCL 电极帽(国际 10-20 系统; 

Brain Products GmbH, Germany)记录 EEG 数据, 采

样率为 1000 Hz, 带通滤波范围为 0.1~100 Hz。水

平和垂直眼电分别置于右眼外侧和左眼下方, FCz

作为在线参考电极, 所有电极阻抗均低于 5 kΩ。 

使用基于 MATLAB 2021a 的 EEGLAB (Delorme 

& Makeig, 2004)对脑电数据依次进行以下处理：定

位电极, 恢复在线参考; 剔除无用电极, 以双侧乳

突(TP9、TP10)作为离线重参考, 降采至 500 Hz; 滤

波(带通滤波 0.1~40 Hz), 分段(–200~4000 ms), 基

线矫正(–200~0 ms)。之后, 针对坏段、坏导进行插

值坏导和手动剔除。随后, 进行 ICA 分析(Delorme 

et al., 2007), 剔除噪声成分(眨眼、眼漂和头动等), 

并剔除波幅超出±100 μV 的伪迹信号 (王婷  等 , 

2024; Righart & De Gelder, 2008)。在 IIR 习得阶段, 

血腥条件中平均剩余 93.56%的有效试次, 非血腥

条件中平均剩余 92.95%的有效试次, 中性条件中

平均剩余 92.88%的有效试次。在 IIR 习得后阶段, 

血腥条件中平均剩余 92.88%的有效试次, 非血腥

条件中平均剩余 92.20%的有效试次, 中性条件中

平均剩余 92.42%的有效试次。1 名被试的数据由于

伪迹过多(超过 40%)被剔除。最后, 通过叠加平均

得到 ERP 波形。参照以往研究, 选取 FCz 和 Cz 两

点在 400~800 ms、800~1100 ms 时间窗内的平均幅

值分别作为不同时间的额区 LPP 波幅(Ma et al., 

2019; Shafir et al., 2015; Zhang, Y., et al., 2023); 选

取 CPz 上 400~600 ms、600~1000 ms、1000~1500 ms、

1500~2000 ms、2000~2500 ms、2500~30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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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3500 ms、3500~4000 ms 时间窗内的平均幅值

分别作为不同时间的中央顶区 LPP 波幅(Dennis & 

Hajcak, 2009; Weinberg & Hajcak, 2010; Zhang, Y., 

et al., 2023)。 

2.6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7.0 (IBM, Somers, 美国)进行统计

分析。首先, 对控制组被试在 IIR 习得阶段对情绪

刺激的主观评价, 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其中自变量为图片类型(血腥 vs.非血腥 vs.中性), 

因变量为唤醒度和效价评分, 旨在考察情绪启动的

有效性。其次, 参照以往研究(Denny et al., 2015; 

Liang & Lin, 2023), IIR 习得阶段和习得后阶段都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其中自变量为组别(IIR 组

vs.控制组)、图片类型(血腥 vs.非血腥 vs.中性), 因

变量为唤醒度、效价评分和 LPP 波幅。此外, 在每

一时间点(Day0、Day1、Day3、Day5、Day7), 对两

组被试的认知努力和情绪调节困难程度评分分别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再对唤醒度、效价与中央顶

区 LPP 进行相关分析。本研究设置显著性水平 α = 

0.05 (双尾), 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时, 针对样本

不相等情况进行 Greenhouse-Geisser 矫正, 事后比

较采用 Bonferroni 矫正。 

3  结果 

3.1  操作性检验 

为保证情绪图片的确有效地诱发了被试的负

性情绪, 对控制组(n = 25)在 IIR 习得阶段对情绪

刺激的主观评价 , 进行了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 在唤醒度和效价上, 图片类型主效

应显著(如图 2), 唤醒度：F(2, 48) = 285.63, p < 

0.001, η2 
p  = 0.922; 效价：F(2, 48) = 85.02, p < 0.001, 

η2 
p  = 0.780。事后比较发现, 血腥与非血腥图片在唤

醒度(p = 0.999)和效价(p = 0.999)评分上无显著差

异, 但二者均显著大于中性图片(ps < 0.001), 说明

情绪启动有效。 

3.2  主观报告结果 

在主观报告分析中, 2 名被试因实验设备故障

导致实验数据丢失, 剩余有效被试 49 名, IIR 组 24

名(M = 20.21 岁, SD = 2.28 岁), 控制组 25 名(M = 

19.44 岁, SD = 1.42 岁)。 

3.2.1  IIR 习得阶段(Day0) 
分别以效价和唤醒度作为因变量, 进行 2 (组

别: IIR 组 vs.控制组) × 3 (图片类型: 血腥 vs.非血

腥 vs.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在唤醒度和效价上, 组别(唤醒度: 

F(1, 47) = 10.60, p = 0.002, η2 
p  = 0.184; 效价: F(1, 

47) = 8.26, p = 0.006, η2 
p  = 0.150)、图片类型(唤醒度: 

F(2, 94) = 289.60, p < 0.001, η2 
p  = 0.860; 效价: F(2, 

94) = 162.34, p < 0.001, η2 
p  = 0.775)的主效应均显

著。另外 , 组别×图片类型的交互效应显著(如图

3A), 唤醒度：F(2, 94) = 5.83, p = 0.007, η2 
p  = 0.110; 

效价：F(2, 94) = 2.16, p = 0.030, η2 
p  = 0.081。简单

效应分析发现, 在血腥和非血腥条件下, IIR 组相比

控制组有更低的唤醒水平(血腥: p = 0.002; 非血腥: 

p = 0.005)和负性情绪体验(血腥: p < 0.001; 非血腥: 

p = 0.054); 但在中性条件下组间差异不显著(唤醒

度: p = 0.110; 效价: p = 0.575)。上述结果表明 IIR

组(vs.控制组)成功习得 IIR, 且 IIR 存在一定的泛化

效应。 

3.2.2  IIR 习得后阶段 

参照 IIR 习得阶段, 分别以效价和唤醒度作为

因变量, 进行 2 (组别: IIR 组 vs.控制组) × 3 (图片类

型: 血腥 vs.非血腥 vs.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1) Day1: 结果显示, 在唤醒度和效价上, 组

别(唤醒度: F(1, 47) = 19.42, p < 0.001, η2 
p  = 0.292; 

效价: F(1, 47) = 26.26, p < 0.001, η2 
p  = 0.358)、图片 

 

 
 

图 2  情绪操纵检查结果。A, 控制组对不同图片的唤醒度评分。B, 控制组对不同图片的效价评分。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n.s. p > 0.05。图中误差线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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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唤醒度: F(2, 94) = 110.11, p < 0.001, η2 
p  = 0.701; 

效价: F(2, 94) = 72.56, p < 0.001, η2 
p  = 0.607)的主

效应均显著。另外, 在唤醒度上, 组别×图片类型的

交互效应显著, F(2, 94) = 3.93, p = 0.045, η2 
p  = 

0.077。在效价上, 组别×图片类型的交互效应边缘

显著, F(2, 94) = 3.23, p = 0.067, η2 
p  = 0.064。简单效

应分析发现(如图 3B), 在血腥和非血腥条件下, IIR

组相比控制组有更低的唤醒水平(ps < 0.001)和负

性情绪体验(ps < 0.001); 但在中性条件下组间差异

不显著(唤醒度: p = 0.159; 效价: p = 0.190)。 

(2) Day3: 结果显示, 在唤醒度和效价上, 组

别(唤醒度: F(1, 47) = 28.17, p < 0.001, η2 
p  = 0.375; 

效价: F(1, 47) = 19.34, p < 0.001, η2 
p  = 0.291)、图片

类型(唤醒度: F(2, 94) = 320.79, p < 0.001, η2 
p  = 

0.872; 效价: F(2, 94) = 150.23, p < 0.001, η2 
p  = 

0.762)的主效应均显著。另外, 组别×图片类型的交

互效应显著, 唤醒度: F(2, 94) = 16.15, p < 0.001, η2 
p  

= 0.256; 效价：F(2, 94) = 10.48, p < 0.001, η2 
p  = 

0.182。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如图 3B), 在血腥和非

血腥条件下, IIR 组相比控制组有更低的唤醒水平

(ps < 0.001)和负性情绪体验(ps < 0.001); 但在中

性条件下组间差异不显著(唤醒度: p = 0.107; 效

价: p = 0.554)。 

(3) Day5: 结果显示, 在唤醒度和效价上, 组

别(唤醒度: F(1, 47) = 30.11, p < 0.001, η2 
p  = 0.390; 

效价: F(1, 47) = 29.24, p < 0.001, η2 
p  = 0.384)、图片

类型(唤醒度: F(2, 94) = 95.26, p < 0.001, η2 
p  = 0.670; 

效价: F(2, 94) = 67.38, p < 0.001, η2 
p  = 0.589)的主效

应均显著。另外, 在唤醒度上, 组别×图片类型的交

互效应显著, F(2, 94) = 6.93, p = 0.007, η2 
p  = 0.128。

在效价上 , 组别×图片类型的交互效应边缘显著 , 

F(2, 94) = 3.26, p = 0.066, η2 
p  = 0.065。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如图 3B), 在血腥和非血腥条件下, IIR 组相

比控制组有更低的唤醒水平(ps < 0.001)和负性情

绪体验(ps < 0.001); 但在中性条件下组间差异不显

著(唤醒度: p = 0.127; 效价: p = 0.267)。 

(4) Day7: 结果显示, 在唤醒度和效价上, 组

别(唤醒度: F(1, 47) = 38.83, p < 0.001, η2 
p  = 0.452; 

效价: F(1, 47) = 34.01, p < 0.001, η2 
p  = 0.420)、图片

类型(唤醒度: F(2, 94) = 315.93, p < 0.001, η2 
p  = 

0.870; 效价: F(2, 94) = 132.17, p < 0.001, η2 
p  = 

0.738)的主效应均显著。另外, 组别×图片类型的交

互效应显著 , 唤醒度: F(2, 94) = 32.97, p < 0.001, 

η2 
p  = 0.412; 效价：F(2, 94) = 13.76, p < 0.001, η2 

p  = 

0.226。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如图 3B), 在血腥和非

血腥条件下, IIR 组相比控制组有更低的唤醒水平

(ps < 0.001)和负性情绪体验(ps < 0.001); 但在中

性条件下组间差异不显著(唤醒度: p = 0.530; 效

价: p = 0.486)。 

上述结果表明, 在 IIR 习得后的第 1~7 天, IIR

能够持续降低唤醒水平和负性情绪体验, 且出现一

定的泛化效应, 该泛化效应在唤醒度(而不是效价)

上较稳定。 

3.3  ERP 结果 

在脑电数据分析中, 因实验设备故障或数据采

集不当, 4 名被试的数据丢失; 另有 1 名被试因伪迹

较多(超过 40%)被剔除。最终, IIR 组 22 名(M = 20.32

岁, SD = 2.34 岁), 控制组 22 名(M = 19.50 岁, SD = 

1.47 岁)。 

3.3.1  IIR 习得阶段(Day0) 
以不同时间窗的额区 LPP 和中央顶区 LPP 为

因变量, 进行 2 (组别: IIR 组 vs.控制组) × 3 (图片类

型: 血腥 vs.非血腥 vs.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1) 额区 LPP: 在 400~800 ms 上, 组别主效应

显著(如图 4A、4B), F(1, 42) = 9.62, p = 0.003, η2 
p  = 

0.186, 表现为 IIR 组的额区 LPP 波幅显著低于控制

组。图片类型主效应显著, F(2, 84) = 22.88, p < 

0.001, η 2 
p  = 0.353, 表现为血腥图片引发的额区

LPP 显著大于非血腥和中性图片, 且非血腥图片引

发的额区 LPP 显著大于中性图片。不过, 组别×图

片类型的交互效应不显著(p = 0.318)。 

在 800~1100 ms 上, 组别主效应显著, F(1, 42) = 

7.37, p = 0.010, η2 
p  = 0.149, 图片类型主效应显著, 

F(2, 84) = 51.86, p < 0.001, η2 
p  = 0.553, 组别×图片

类型的交互效应边缘显著 , F(2, 84) = 3.25, p = 

0.052, η2 
p  = 0.072。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如图 4A、4B), 

在血腥和非血腥条件下, IIR 组相比控制组有更小

的额区 LPP 波幅(血腥: p = 0.006; 非血腥: p = 

0.004); 但在中性条件下组间差异不显著(p = 0.190)。 

(2) 中央顶区 LPP: 各时间窗上的组别、图片

类型主效应及二者的交互效应结果见表 3。组别主

效应在 400~2500 ms 上显著(ps < 0.050), 图片类型

主效应在所有时间窗上均显著(ps < 0.001; 均值与

SD 值见网络版附录附表 3), 组别×图片类型的交互

效应在 1000~2000 ms 上显著(1000~1500 ms : F(2, 

84) = 4.16, p = 0.023, η2 
p  = 0.090; 1500~2000 ms : 

F(2, 84) = 3.36, p = 0.043, η2 
p  = 0.074)。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如图 4A、4B), 在 1000~1500 ms 上, 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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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IIR 习得及习得后唤醒度和效价上的交互效应。A, 在 IIR 习得阶段(Day0), IIR 组和控制组对不同图片类型的唤

醒度和效价评分; 出现的边缘显著结果均标注了具体 p 值, 下同。B, IIR 习得后第 1~7 天, 唤醒度和效价上的

交互效应。在 Day1 和 Day5, 效价的组别×图片类型的交互效应边缘显著, 但简单效应分析(Bonferroni 矫正)发

现, 在血腥和非血腥条件下均出现 IIR 组的效价评分显著低于控制组(ps < 0.001)。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n.s. p > 0.05。图中误差线为标准差。 

 

 
 

图 4  IIR 习得阶段不同时间窗中额区与中央顶区 LPP 的波形及统计显著性分析结果。A, 额区与中央顶区 LPP 波形

图; 左侧为额区 LPP 波幅, 右侧为中央顶区 LPP 波幅。B, 不同时间窗内额区与中央顶区 LPP 波幅的组别主效

应及组别×图片类型交互效应的显著性结果; 从左往右依次为额区 LPP (400~1100 ms)波幅的组别主效应及组别

×图片类型交互效应显著性结果、中央顶区 LPP (1000~2000 ms)波幅的组别×图片类型交互效应显著性结果。 
注:为提高黑白印刷下的可辨识度, 图 A 中各波形线上标注了数字编号(1~6), 依次表示 IIR-血腥、IIR-非血腥、IIR-中性、CG-血腥、

CG-非血腥和 CG-中性条件。图中误差线为标准差。*p < 0.05, **p < 0.01, ***p < 0.001, n.s.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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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IIR 习得阶段中央顶区 LPP 不同时间窗中主效应与交互效应分析结果 

LPP 时间窗 (ms) IIR(n = 22) CG(n = 22) 组别主效应 图片类型主效应 组别×图片类型交互效应

400~600 3.53(3.07) 8.08(4.96) p < 0.001 
η2 

p  = 0.241 
p < 0.001 
η2 

p  = 0.509 
p = 0.161 
η2 

p  = 0.044 

600~1000 3.97(2.94) 8.35(4.85) p < 0.001 
η2 

p  = 0.237 
p < 0.001 
η2 

p  = 0.583 
p = 0.114 
η2 

p  = 0.053 

1000~1500 2.70(3.16) 5.69(4.15) p = 0.010 
η2 

p  = 0.147 
p < 0.001 
η2 

p  = 0.617 
p = 0.023 
η2 

p  = 0.090 
1500~2000 2.38(3.44) 4.85(3.81) p = 0.030 

η2 
p  = 0.108 

p < 0.001 
η2 

p  = 0.585 
p = 0.043 
η2 

p  = 0.074 
2000~2500 2.18(3.26) 4.42(3.94) p = 0.046 

η2 
p  = 0.091 

p < 0.001 
η2 

p  = 0.462 
p = 0.173 
η2 

p  = 0.041 

2500~3000 2.10(3.17) 3.60(3.83) p = 0.164 
η2 

p  = 0.046 
p < 0.001 
η2 

p  = 0.434 
p = 0.086 
η2 

p  = 0.058 

3000~3500 1.50(2.93) 2.66(3.93) p = 0.274 
η2 

p  = 0.028 
p < 0.001 
η2 

p  = 0.377 
p = 0.124 
η2 

p  = 0.049 

3500~4000 0.90(3.06) 1.90(3.72) p = 0.334 
η2 

p  = 0.022 
p < 0.001 
η2 

p  = 0.336 
p = 0.025 
η2 

p  = 0.084 

注：虽然 3500~4000 ms 时间窗的组别×图片类型的交互效应显著, 但是简单效应分析结果(Bonferroni 矫正)不显著, 即在血腥条件下, 

IIR 组(M ± SD = 1.85 ± 4.38)与控制组(M ± SD = 4.71 ± 5.69)之间的 LPP 波幅差异边缘显著(p = 0.069), 在非血腥和中性条件下, 组间

差异均不显著(非血腥: M ± SD IIR = 1.61 ± 3.79, M ± SD CG = 3.07 ± 5.61, p = 0.318; 中性: M ± SD IIR = –0.76 ± 3.96, M ± SD CG = –2.07 

± 2.81, p = 0.212)。 
 

腥和非血腥条件下, IIR 组的中央顶区 LPP 波幅显

著低于控制组(血腥: p = 0.002; 非血腥: p = 0.005); 

但 中 性 条 件 下 未 发 现 组 间 差 异 (p = 0.421) 。 在

1500~2000 ms 上, 在血腥和非血腥条件下, IIR 组

的中央顶区 LPP 波幅显著低于控制组(血腥: p = 

0.006; 非血腥: p = 0.029); 但在中性条件下组间差

异不显著(p = 0.642)。 

上述结果进一步表明, IIR 组(vs.控制组)成功习

得 IIR 并消耗较少的认知资源, 且 IIR 存在一定的

泛化效应。 
3.3.2  IIR 习得后阶段 

Day3: 方法同上, 结果显示(见表 4), 在额区

LPP (400~1100 ms)上, 组别、图片类型主效应显

著。在 400~800 ms 上, 组别主效应显著(如图 5A、

5B), F(1, 42) = 7.97, p = 0.007, η2 
p  = 0.159, 表现为

IIR 组的额区 LPP 波幅显著低于控制组。图片类型

主效应显著, F(2, 84) = 26.97, p < 0.001, η2 
p  = 0.391, 

表现为血腥与非血腥图片引发的额区 LPP 波幅无

显著差异, 而二者均显著大于中性图片。不过, 组

别×图片类型的交互效应不显著(p = 0.770)。同样, 

在 800~1100 ms 上, 组别主效应显著(如图 5A、5B), 

F(1, 42) = 6.42, p = 0.015, η2 
p  = 0.133, 表现为 IIR

组的额区 LPP 波幅显著低于控制组。图片类型主效

应显著, F(2, 84) = 61.66, p < 0.001, η2 
p  = 0.595, 表

现为血腥与非血腥图片引发的额区 LPP 波幅无显

著差异, 而二者均显著大于中性图片。不过, 组别×

图片类型的交互效应不显著(p = 0.793)。 

鉴于 IIR 习得阶段发现 IIR 组的中央顶区 LPP

波幅仅在 400~2500 ms 上显著小于控制组, 则习得

后阶段重点关注该时间段的 IIR 持续调节效果。各

时间窗上的组别、图片类型主效应及二者的交互效

应结果见表 4。组别主效应在 400~600 ms (F(1, 42) = 

16.10, p < 0.001, η2 
p  = 0.277)、600~1000 ms (F(1, 42) = 

13.08, p < 0.001, η2 
p  = 0.238)和 1000~1500 ms (F(1, 

42) = 5.19, p = 0.028, η2 
p  = 0.110)显著(如图 5A、5B), 

都表现为 IIR 组的中央顶区 LPP 波幅显著小于控制

组(均值与 SD 值见表 4)。图片类型主效应在所有时

间窗上均显著(ps < 0.001, 均值与 SD 值见网络版附

录附表 3)。但是, 组别×图片类型的交互效应不显

著(ps > 0.300)。 

Day7: 方法同上, 结果显示(见表 4), 在额区

LPP (400~1100 ms)上, 组别、图片类型主效应显

著。在 400~800 ms 上, 组别主效应显著(如图 5C、

5D), F(1, 42) = 4.93, p = 0.032, η2 
p  = 0.105, 表现为

IIR 组的额区 LPP 波幅显著低于控制组。图片类型

主效应显著, F(2, 84) = 17.22, p < 0.001, η2 
p  = 0.291, 

表现为血腥与非血腥图片引发的额区 LPP 波幅无

显著差异, 而二者均显著大于中性图片。不过, 组

别×图片类型的交互效应不显著(p = 0.183)。同样, 

在 800~1100 ms 上, 组别主效应显著(如图 5C、5D), 

F(1, 42) = 5.26, p = 0.027, η2 
p  = 0.111, 表现为 IIR 组

的额区 LPP 波幅显著低于控制组。图片类型主效应

显著, F(2, 84) = 44.26, p < 0.001, η2 
p  = 0.513, 表现

为血腥与非血腥图片引发的额区 LPP 波幅无显著



第 9 期 李亚琴 等: 基于执行意图的认知重评对负性情绪的持续调节效应：纵向脑电证据 1581 

 

差异, 而二者均显著大于中性图片。不过, 组别×

图片类型的交互效应不显著(p = 0.304)。 

在中央顶区 LPP (400~2500 ms)上, 组别和图片

类型的主效应显著(ps < 0.050, 见表 4)。组别×图片类

型的交互效应仅在 400~600 ms 上显著, F(2, 84) = 

3.35, p = 0.043, η2 
p  = 0.074。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如

图 5C、5D), 在血腥、非血腥和中性条件下, IIR 组

的中央顶区 LPP 波幅显著低于控制组(血腥: p = 

0.020; 非血腥: p < 0.001; 中性: p = 0.037)。 

上述结果表明, 在 IIR 习得后的第 1~7 天, IIR

能够持续降低额区 LPP (400~1100 ms)、中央顶区

LPP (400~1500 ms)波幅, 但 IIR 泛化的持续效果并

不稳定, 仅在第 7 天 400~600 ms 的中央顶区 LPP

波幅上出现。 

3.4  实验后调查结果 

在 IIR 习得阶段, IIR 组与控制组之间报告的认

知努力程度(t(47) = –0.92, p = 0.362)和情绪调节困

难程度评分(t(47) = –0.06, p = 0.949)没有显著差

异。在 IIR 习得后阶段, 出现 IIR 组的认知努力程

度和情绪调节困难程度评分逐渐低于控制组的趋

势(如图 6)。Day1：IIR 组与控制组之间报告的认知

努力程度(t(47) = –1.80, p = 0.078)和情绪调节困难

程度评分(t(47) = –1.27, p = 0.209)没有显著差异。

Day3：IIR 组报告的认知努力程度显著低于控制组

(t(47) = –2.36, p = 0.023, d = 0.673), 但两组的情绪

调节困难程度评分没有显著差异(t(47) = –0.64, p = 

0.528)。Day5：IIR 组报告的认知努力程度和情绪

调节困难程度评分显著低于控制组(认知努力程度

评分: t(47) = –3.41, p = 0.001, d = 0.974; 情绪调节

困难程度评分: t(47) = –3.00, p = 0.004, d = 0.857)。

Day7：IIR 组报告的认知努力程度显著低于控制组

(t(47) = –2.30, p = 0.026, d = 0.656), 但两组的情

绪调节困难程度评分没有显著差异(t(47) = –1.79, 

p = 0.081)。 
 

表 4  IIR 习得后阶段额区与中央顶区 LPP 各时间窗中主效应与交互效应分析结果 

时间 LPP LPP 时间窗(ms) IIR(n = 22) CG(n = 22) 组别主效应 图片类型主效应 组别×图片类型交互效应

Day3 额区 LPP       

  400~800 –2.21(4.62) 2.01(5.28)
p = 0.007 
η2 

p  = 0.159
p < 0.001 
η2 

p  = 0.391 
p = 0.770 
η2 

p  = 0.006 

  800~1100 1.45(3.88) 4.37(3.75)
p = 0.015 
η2 

p  = 0.133
p < 0.001 
η2 

p  = 0.595 
p = 0.793 
η2 

p  = 0.005 

 中央顶区 LPP       

  400~600 0.36(3.43) 5.60(5.07)
p < 0.001 
η2 

p  = 0.277
p < 0.001 
η2 

p  = 0.366 
p = 0.716 
η2 

p  = 0.007 

  600~1000 2.82(3.08) 6.64(3.87)
p < 0.001 
η2 

p  = 0.238
p < 0.001 
η2 

p  = 0.625 
p = 0.821 
η2 

p  = 0.004 

  1000~1500 2.44(3.60) 4.78(3.20)
p = 0.028 
η2 

p  = 0.110
p < 0.001 
η2 

p  = 0.617 
p = 0.452 
η2 

p  = 0.019 

  1500~2000 2.18(3.83) 4.05(3.37)
p = 0.093 
η2 

p  = 0.066
p < 0.001 
η2 

p  = 0.532 
p = 0.850 
η2 

p  = 0.004 

  2000~2500 1.62(3.57) 3.13(3.61)
p = 0.171 
η2 

p  = 0.044
p < 0.001 
η2 

p  = 0.423 
p = 0.340 
η2 

p  = 0.025 

Day7 额区 LPP       

  400~800 –2.72(3.59) 0.68(6.22)
p = 0.032 
η2 

p  = 0.105
p < 0.001 
η2 

p  = 0.291 
p = 0.183 
η2 

p  = 0.040 

  800~1100 1.00(2.66) 3.66(4.75)
p = 0.027 
η2 

p  = 0.111
p < 0.001 
η2 

p  = 0.513 
p = 0.304 
η2 

p  = 0.027 

 中央顶区 LPP       

  400~600 –0.33(3.24) 3.89(6.08)
p = 0.006 
η2 

p  = 0.164
p < 0.001 
η2 

p  = 0.248 
p = 0.043 
η2 

p  = 0.074 

  600~1000 1.90(1.90) 5.51(4.62)
p = 0.002 
η2 

p  = 0.215
p < 0.001 
η2 

p  = 0.479 
p = 0.268 
η2 

p  = 0.031 

  1000~1500 1.66(2.75) 4.37(3.82)
p = 0.010 
η2 

p  = 0.148
p < 0.001 
η2 

p  = 0.477 
p = 0.445 
η2 

p  = 0.018 

  1500~2000 0.94(3.41) 3.45(4.30)
p = 0.038 
η2 

p  = 0.099
p < 0.001 
η2 

p  = 0.343 
p = 0.737 
η2 

p  = 0.006 

  2000~2500 0.30(4.00) 3.01(4.47)
p = 0.040 
η2 

p  = 0.097
p < 0.001 
η2 

p  = 0.200 
p = 0.747 
η2 

p  =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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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IIR 习得后阶段不同时间窗中额区与中央顶区 LPP 的波形及统计显著性分析结果。A, 第 3 天额区与中央顶区

LPP 波形图; 左侧为额区 LPP 波幅, 右侧为中央顶区 LPP 波幅。B, 第 3 天不同时间窗内额区与中央顶区 LPP

波幅的组别主效应显著性结果; 从左往右依次为额区 LPP (400~1100 ms)、中央顶区 LPP (400~1500 ms)波幅的

结果。C, 第 7 天额区与中央顶区 LPP 波形图; 左侧为额区 LPP 波幅, 右侧为中央顶区 LPP 波幅。D, 第 7 天

不同时间窗内额区与中央顶区 LPP 波幅的组别主效应及组别×图片类型交互效应的显著性结果; 从左往右依次

为额区 LPP (400~1100 ms)波幅的组别主效应显著性结果、中央顶区 LPP (400~2500 ms)波幅的组别主效应显著

性结果以及中央顶区 LPP (400~600 ms)波幅的组别×图片类型交互效应显著性结果。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n.s. p > 0.05。图中误差线为标准差。为提高黑白印刷下的可辨识度, 图 A 和图 C 中各波形线

上标注了数字编号(1~6), 依次表示 IIR-血腥、IIR-非血腥、IIR-中性、CG-血腥、CG-非血腥和 CG-中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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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实验后调查结果。A, 认知努力程度评分, 1 = 没有, 9 = 非常。B, 情绪调节困难程度评分, 1 = 没有, 9 = 非常。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 n.s. p > 0.05。图中误差线为标准差。 

 
3.5  相关分析结果 

参照 Yang 等(2022)研究, 进行唤醒度与中央顶

区 LPP (400~2500 ms)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唤醒

度与中央顶区 LPP 波幅呈显著正相关, β = 0.83, p < 

0.001, 95% CI = [0.40, 1.26] (剔除一个超出 3 个 SD

的异常值)。 

一些研究发现, 效价与 LPP 波幅的相关性不显

著(Hajcak et al., 2006; Schubring & Schupp, 2019; 

Yen et al., 2010); 但另一研究却发现, 效价越负、

LPP 波幅越大, 效价越正、LPP 波幅越大(Kessel et al., 

2017)。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推测效价与 LPP 波幅

之间可能呈非线性关系, 因此, 本研究采用非线性

回归分析探讨二者的关系。结果显示, 效价与中央

顶区 LPP (400~2500 ms)波幅的相关性不显著, β = 

0.01, p = 0.804, 95% CI = [–0.19, 0.24]。可见, 唤醒

度和效价与 LPP 的相关趋势可能存在差异。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主观自我报告和脑电技术探讨了

IIR 对于负性情绪的持续调节和泛化效应。结果显

示, 在第 0~7 天, 与控制组相比, IIR 组对设定负性

情境(血腥图片)的情绪体验和唤醒水平持续降低; 

且此调节效应也出现在对非设定情境(非血腥图片)

的唤醒度评价上; 同时, 在第 0 天、第 3 天和第 7

天 , 与 控 制 组 相 比 , IIR 组 的 中 央 顶 区 LPP 

(400~1500 ms)和额区 LPP (400~1100 ms)波幅降低; 

且中央顶区 LPP 波幅与唤醒度显著相关。综上, IIR

能持续调节负性情绪并产生泛化效应, 且其泛化效

果存在一定的持续性。 

以往研究发现, 中央顶区 LPP 和额区 LPP 分别

是反映情绪体验强度(Cuthbert et al., 2000; Hajcak 

et al., 2010; Shafir et al., 2016)和认知努力(Shafir et al., 

2015; Wang et al., 2022)的有效指标。例如, 个体的

中 央 顶 区 LPP 波 幅 与 唤 醒 度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Cuthbert et al., 2000); 有证据显示在实施自动化情

绪调节策略后, 个体的唤醒水平减弱伴随中央顶区

LPP 波幅的下降(Chen et al., 2020); 而认知重评过

程中个体的认知努力增加伴随额区 LPP 波幅的增

大(Moser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22)。与以往研

究一致(例如 Cuthbert et al., 2000), 本研究发现中

央顶区 LPP 波幅与唤醒度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 这

为中央顶区 LPP 反映情绪强度的有效性增加了实

证证据。本研究还发现 IIR 同时降低了由负性场景

诱发的中央顶区 LPP 和额区 LPP 波幅, 表明 IIR 在

不增加认知努力的情况下有效调节了负性情绪。 

同时, 以往研究发现, 在特定负性情境中习得

的 IIR 情绪调节效应会泛化于非特定的负性情境中

(Huang et al., 2020)。在此基础上, 我们不仅发现

IIR 的泛化效应, 还进一步发现 IIR 的泛化效应具

有一定持续性, 即在第 0~7 天, IIR 组(vs.控制组)对

于设定负性情境(血腥图片)的唤醒水平持续降低 , 

且此效应同样出现在非设定情境中。这可能由于个

体在持续建立“目标+情境”联结的过程中, 也将其

联结迁移到其他相似情境(Bieleke et al., 2018)。这

一发现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一方面, 可能推进和完

善自动化情绪调节理论。具体而言, 本研究结果不

仅 支 持 了 无 意 识 目 标 追 求 的 自 动 化 模 型 (Bargh, 

1990; Bargh & Williams, 2007), 还有助于推动该理

论的发展。无意识目标追求的自动化模型强调：自

动化情绪调节能自动地、持续地和稳定地建立一种

“目标+情境”联结, 进而持续调节负性情绪。本研究

进一步发现, IIR 的泛化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能

够在不同负性情境中持续发挥作用。这一发现为未

来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提示后续研究需深入探讨这

一现象的作用机制, 进而扩展和整合理论。另一方

面, 可能促进情绪障碍患者的干预和治疗。一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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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指出, 抑郁个体的典型特征之一是认知努力匮乏

(Horne et al., 2021; Tran et al., 2021)。已有研究发现

IIR 能帮助抑郁个体适应性地调节负性情绪(陈圣栋, 

2020)。然而, IIR 在抑郁与焦虑共病个体中的调节

效果尚不明确。Yuan 等(2023)的研究发现, 自动化

情绪调节(vs.有意情绪调节)在健康、亚临床抑郁及

临床抑郁组中均表现出主观情绪评定和 LPP 波幅

的下降 , 表明自动化情绪调节具有跨群体的稳定

性。本研究的探索性分析结果也支持了该结论, 即

IIR 在高、低焦虑或抑郁个体中的情绪调节效果无

显著差异(详见补充材料)。这一发现提示, IIR 可能

在抑郁与焦虑共病个体的治疗中发挥一定作用。然

而, 由于本研究的探索性分析基于较小样本量, 其

研究结果仍需进一步验证, 为精准化干预提供更充

分的实证支持。 

不过, IIR 的持续性泛化仅稳定出现在唤醒度

(而不是效价)上, 这提示 IIR 泛化效应的持续性可

能存在边界条件, 需进一步验证。出现此结果的原

因可能是唤醒度和效价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一些研

究发现, 虽然唤醒度与效价相关, 但在生理唤醒上

二者存在分离(Kron et al., 2015; Lang et al., 1993), 

且在自我报告中二者相关也是有限的 (Ito et al., 

1998)并有一定差异(见 3.5 相关分析结果)。另一原

因可能是 IIR 的泛化过程受到自动化程度的影响。

具体而言, 在唤醒度和中央顶区 LPP 上, IIR 泛化的

效果呈逐步增强趋势。其表现在唤醒度上, 随着时

间推移, IIR 组(vs.控制组)在非血腥条件下的情绪强

度评分呈下降趋势; 在中央顶区 LPP 上, IIR 泛化效

应的时间进程加快, 即在 IIR 习得阶段, IIR 的泛化

效应出现在 1000~2000 ms, 而在 IIR 习得后阶段

(Day7), 其泛化效应出现在 400~600 ms。这表明随

着自动化程度的加深 , 其泛化效果会增强。因此 , 

未来研究应关注 IIR 可持续泛化的边界条件。 

本研究另一创新之处在于, 以往研究仅关注到

IIR 在较短时间内的持续效应(Chen et al., 2020, 

2021), 而本研究结合主观报告和脑电技术纵向追

踪发现, IIR 对于负性情绪的调节具有持久性(稳定

性), 即一周后 IIR 仍能有效调节负性情绪(唤醒水

平、负性情绪体验和中央顶区 LPP 波幅持续下降), 

这扩展了以往研究(Chen et al., 2020, 2021; Gallo et al., 

2009), 为 IIR 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提供了又一实证支

持。受控-自动化情绪调节的时间加工过程模型认

为, 自动化情绪调节不仅在作用时间上比有意情绪

调节更早, 且在作用时长上比有意情绪调节持续时

间更长(Chen et al., 2020; 陈圣栋, 2020)。虽然本研

究未将 IIR 与有意情绪调节对比, 但在一定程度上

为该模型提供了证据, 证实 IIR 的作用时长较持

久。不过, 为更好验证并完善受控-自动化情绪调节

的时间加工过程模型, 未来可考虑将 IIR 与有意情

绪调节进行对比, 同时考察二者在持续性调节和泛

化效应上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一, 本研究仅采用

女性样本且样本量较小, 这可能导致结果推广性受

限, 未来可考虑纳入男性被试并增大样本量, 考察

IIR 持续调节负性情绪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其二, 

IIR 持续调节和泛化作用的时间设置(一周)较短 , 

不足以明确其边界条件。后续研究应考虑延长时间, 

对比不同时间段的 IIR 情绪调节效果, 这有助于促

进 IIR 干预或临床治疗效果。其三, 一些研究指出, 

练习会增强自动化情绪调节效果 (陈圣栋 , 2020; 

Christou-Champi et al., 2015)。本研究的练习次数较

少, 未来研究可考虑增加练习次数或对比不同练习

次数中 IIR 的持续调节和泛化效果。其四, 鉴于研

究目的、相关研究进展及其他因素(如时间和被试

招募难度), 本研究仅对比了 IIR 组和控制组。未来

研究可考虑将有意认知重评纳入, 并与 IIR 进行比

较, 以进一步增强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5  结论 

本研究结合自我主观报告和脑电技术, 纵向探

究了 IIR 的情绪调节和泛化效果的持续性。核心结

果表明, IIR 能够持续调节负性情绪并产生泛化效

应, 且其泛化效果存在一定的持续性。这一发现对

推动和完善自动化情绪调节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对

情绪障碍的干预与治疗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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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regulation effects of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based reappraisal  
on negative emotions: Longitudinal EEG evidence 

LI Yaqin1,2, DAI Jiajia1, GAO Wei1, YUAN Jiajin1,2 

(1 Institute for Brai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2Sichuan Key Laborator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based Reappraisal (IIR) is a novel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that 

combines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s (if-then plans) with adaptive cognitive reappraisal to regulate negative 

emotions without increasing cognitive load. Moreover, this regulation effect can generalize from specified 

situations (if situations) to unspecified situations.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focused on whether the 

generalization effect of IIR is sustainable.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study utilized EEG technology in combination with a picture-viewing task to 

longitudinally investigate the 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s of IIR in the present and over the following week, using 

participants' self-reported valence, arousal, and 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 as indicators. Specifically, 51 valid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IIR group (25 individuals) and the control group (26 individuals). 

The two groups performed a picture-viewing task and all participants' valence and arousal for picture stimuli 

were simultaneously recorded at both the IIR acquisition phase (Day 0) and the post-IIR acquisition phase (Day 

1, Day 3, Day 5, and Day 7), and their EEG activities for picture stimuli were recorded on Day 0, Day 3, Day 7. 

After data reduction and preprocessing, behavioral analysis included 49 participants (24 in the IIR group, 25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EEG analysis involved 44 participants (22 in each group). 

Subjective self-reported results revealed that,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IIR group sustainably 

decreased valence and arousal ratings for bloody pictures (specified situations) from Day 0 to Day 7. 



1588 心    理    学    报 第 57 卷 

 

Furthermore, the diminishing effect of IIR on arousal also consistently appeared in unspecified situations 

(non-bloody pictures), suggesting that the generalization effect of IIR was somewhat persistent. The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IIR group had smaller 

amplitudes of centro-parietal LPP (in the time window of 400~1500 ms) and frontal LPP (in the time window of 

400~1100 ms) on Day 0, Day 3, and Day 7, suggesting that the sustainable effect of IIR was stable on LPP 

indicators. Additionally,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entro-parietal LPP (in the time 

window of 400~2500 ms) amplitude and arousal.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IR exhibits sustainable 

regul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effects on negative emotions. 

In conclusion, IIR could sustainably regulate negative emotions and produce generalization effects as 

evidenced by both behavioral and ERP indicators. This study provides additional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st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IR in emotion regulation. In addition, these findings contribute to advancing the 

theory of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Specifically, the present study not only supports the auto-motive model 

of nonconscious goal pursuit and the temporal processing model of controlled-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but 

also extends these theories by demonstrating the stability and generalization of IIR's effects on emotion 

regulation. Moreover, this study has certain clinical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emotional disorders. 

For example, IIR may be 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treating co-morbid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ve 

disorders. 

Keywords  emotion regulation, implementation intention-based reappraisal, sustainable effect, generalization effect, 

late positive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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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IIR 习得前被试的情绪特质及状态 

变量 IIR (n = 25) CG (n = 26) t p Cohen’s d 

年龄 20.16(2.25) 19.46(1.39) 1.33 0.192 0.375 

正性情绪 25.24(7.48) 27.04(7.42) –0.86 0.393 0.241 

负性情绪 13.16(4.50) 14.46(4.64) –1.02 0.314 0.285 

状态焦虑 35.76(8.56) 36.08(7.15) –0.14 0.886 0.040 

特质焦虑 39.12(8.63) 39.35(7.30) –0.10 0.920 0.028 

抑郁 4.40(4.79) 5.08(5.28) –0.48 0.634 0.134 

情绪表达 64.84(13.45) 61.88(13.13) 0.79 0.431 0.222 

认知重评 32.28(6.03) 32.65(5.89) –0.22 0.82 0.063 

认知灵活性 34.16(7.49) 35.58(7.06) –0.70 0.49 0.195 

注：所有变量均呈现平均值(标准差); IIR 和 CG 分别表示基于执行意图的认知重评组和控制组; 下同。 

  

附表 2  IIR 习得后阶段被试在各实验前的情绪状态 

变量 IIR (n = 25) CG (n = 26) t p Cohen’s d 

PA-Day1 24.72(9.05) 26.27(7.90) –0.65 0.517 0.183 

PA-Day3 24.08(8.51) 25.92(8.45) –0.78 0.442 0.217 

PA-Day5 23.80(9.07) 26.19(7.88) –1.01 0.319 0.282 

PA-Day7 24.04(8.75) 24.67(7.47) –0.26 0.794 0.077 

NA-Day1 13.28(4.37) 13.46(3.88) –0.16 0.876 0.044 

NA-Day3 11.96(2.59) 12.62(3.15) –0.81 0.422 0.227 

NA-Day5 12.24(3.49) 12.73(3.80) –0.48 0.634 0.134 

NA-Day7 11.87(3.05) 12.79(3.60) –0.95 0.349 0.276 

SAI-Day1 35.40(7.72) 36.27(8.42) –0.38 0.703 0.108 

SAI-Day3 36.04(8.25) 36.65(7.42) –0.28 0.781 0.078 

SAI-Day5 36.24(7.99) 36.35(7.68) –0.05 0.962 0.014 

SAI-Day7 35.29(7.83) 37.64(8.28) –1.02 0.313 0.291 

注：PA 表示正性情绪, NA 表示负性情绪, SAI 表示状态焦虑; Day1、3、5、7 分别表示 IIR 习得后的第 1 天、第 3 天、第 5 天和第

7 天; PA-Day7 和 NA-Day7 丢失 4 份数据, IIR 组 23 名被试, 控制组 24 名被试; SAI-Day7 丢失 2 份数据, IIR 组 24 名被试, 控制组

25 名被试; 以上结果均进行了 Bonferroni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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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IIR 习得及习得后额区与中央顶区 LPP 各时间窗内图片类型主效应分析 

时间 LPP LPP 时间窗 (ms) 血腥 非血腥 中性 图片类型主效应 

Day0 

额区 LPP      

 400~800 3.98(6.49) 2.59(5.72) 0.22(6.06) 
p < 0.001 
η2 

p  = 0.353 

 800~1100 6.04(5.78) 5.82(5.66) 0.62(5.13) 
p < 0.001 
η2 

p  = 0.553 

中央顶区 LPP      

 400~600 7.98(5.37) 5.99(4.88) 3.44(4.88) 
p < 0.001 
η2 

p  = 0.509 

 600~1000 8.29(5.41) 7.48(5.13) 2.72(4.50) 
p < 0.001 
η2 

p  = 0.583 

 1000~1500 5.78(4.83) 6.48(4.37) 0.33(4.49) 
p < 0.001 
η2 

p  = 0.617 

 1500~2000 5.39(4.83) 5.86(4.39) –0.42(4.46) 
p < 0.001 
η2 

p  = 0.585 

 2000~2500 4.97(5.10) 4.99(4.56) –0.05(4.04) 
p < 0.001 
η2 

p  = 0.462 

 2500~3000 4.67(5.37) 4.33(4.39) –0.46(3.63) 
p < 0.001 
η2 

p  = 0.434 

 3000~3500 4.16(5.23) 3.10(4.98) –1.03(3.29) 
p < 0.001 
η2 

p  = 0.377 

 3500~4000 3.28(5.22) 2.34(4.79) –1.42(3.46) 
p < 0.001 
η2 

p  = 0.336 

Day3 

额区 LPP      

 400~800 0.85(5.76) 0.94(5.80) –2.07(5.33) 
p < 0.001 
η2 

p  = 0.391 

 800~1100 4.31(4.28) 4.74(4.79) –0.31(4.35) 
p < 0.001 
η2 

p  = 0.595 

中央顶区 LPP      

 400~600 4.24(5.81) 3.62(5.40) 1.07(4.83) 
p < 0.001 
η2 

p  = 0.366 

 600~1000 6.28(4.55) 6.60(4.63) 1.32(3.96) 
p < 0.001 
η2 

p  = 0.625 

 1000~1500 5.17(3.93) 5.40(4.38) 0.26(3.80) 
p < 0.001 
η2 

p  = 0.617 

 1500~2000 4.64(3.66) 4.79(4.86) –0.08(4.19) 
p < 0.001 
η2 

p  = 0.532 

 2000~2500 3.59(3.85) 4.10(5.02) –0.57(4.27) 
p < 0.001 
η2 

p  = 0.423 

Day7 

额区 LPP      

 400~800 –0.31(6.37) –0.05(5.48) –2.71(5.00) 
p < 0.001 
η2 

p  = 0.291 

 800~1100 3.67(5.52) 4.24(4.60) –0.92(3.63) 
p < 0.001 
η2 

p  = 0.513 

中央顶区 LPP      

 400~600 2.42(6.24) 2.47(5.44) 0.44(4.87) 
p < 0.001 
η2 

p  = 0.248 

 600~1000 4.57(5.09) 5.45(4.53) 1.09(3.54) 
p < 0.001 
η2 

p  = 0.479 

 1000~1500 4.11(4.48) 4.75(4.18) 0.19(3.80) 
p < 0.001 
η2 

p  = 0.477 

 1500~2000 3.05(4.83) 3.63(4.92) –0.10(4.17) 
p < 0.001 
η2 

p  = 0.343 

 2000~2500 2.45(5.44) 2.46(5.26) 0.06(4.10) 
p < 0.001 
η2 

p  = 0.200 

 


